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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现状审视与完善进路

王 敏

（山东大学法学院，青岛 266237）

摘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既有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层级较低且立

法进程缓慢，立法理念以抢救性保护为主、预防性保护不足，有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空间范

围、管理体制、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关键内容付之阙如。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分情形完善国家

文化公园立法。（1）由国务院以“一园一条例”的方式，修改《长城保护条例》，制定大运河、长征、

长江、黄河等大型线性空间的专门的国家文化公园条例，明确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

根据实际需要确立管理体制、规划、管控与标准、跨行政区域合作等制度规范，实现差异化、针

对性管理。（2）对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发挥地方

能动性与地方特色。（3）在《国家公园法》中对国家公园内的文化景观做出规范，对自然生态系

统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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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大型文化遗

产保护与管理模式[1]，在承续国家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形塑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大

意义 [2]。自 2017 年国家提出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以来，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政

策，相关省市进行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简称“《方

案》”）确立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目标与范围、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且伴随着实

践的发展，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不断拓展。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分

别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专门的建设保护规划。这些规范性文件为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确立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

近年来，如何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沿议题，特别是从

2019年以来，文化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了诸多有益研讨，研究数量明显增多且研究内

容拓展。然而，从法学的视角对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保护、管理离不开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障这些主题明确、

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化遗产进行公园形制和意义的建设，既是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强国

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立法可以平衡多元利

益与多元目标，有效解决多头管理、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等难题。本文通过对国家文化公

园立法的现状审视提出其具体的完善进路，以期对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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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文化公园保护需要法制保障

制定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法律法规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好用

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举措。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规

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法律与政策共同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二者相互联系、密

切配合。在某种意义上，政策与法律只有一步之遥，成熟的政策可能经由立法转化为法

律[3]。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便捷性等优势在国家文化公园创建之初具有明显优势，可以

为地方的试点实践提供有效支撑。然而，伴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日益走向成熟，以

“政策”驱动的国家文化公园保护难免会对现行法律和制度体系形成诸多挑战，且变动频

繁的政策难以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管理提供系统化、长效性的制度保障。立

法作为传统文化传承最为稳定的路径，经由严格的立法程序形成的法律可以形成稳定的

社会规则[4]。通过立法既可以将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国家政策具体化，形成具有

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引导行政部门具体执行；也可以将行之有效的国家文化公园成果

经验固定下来，明确有关的权责关系、运营、监管模式，为其建设、保护、管理、运行

提供有力的规则保障。

规范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行为，推进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进程。目前，国家大力推进的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1]，在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跨

行政区域协调的问题。由于各地经济水平、认识以及自然禀赋等存在诸多差异，各地对

同一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度不一、标准各异。以长城为例，北京早已建成著名景区，而有

的地区保护不足。例如，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最美野长城”，

在修复过程中存在使用水泥抹平的行为，对长城保护造成了严重影响[5]。同时，在以“中

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安排下，有的地方积极加大财政投入并制

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而有的地方明显滞后。这些问题可以在立法中得到有效解决，经

由立法可以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与管理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明确规划与建设保

护标准，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进程。

平衡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关系，为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提供制度工具。在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管理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多元主体与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国家做出顶层

设计，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并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对复杂的利益关系予

以统筹考量，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以满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资金需求等。

因此，需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目标、管理体制、权责关系、公众参

与、资金保障、法律责任等关键内容，并在其中对多元利益进行平衡，从而为国家文化

公园保护提供法律上的行动推力。

2 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现实样态

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协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文化精神全覆盖的文化传承立法体系[4]。在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国家立法层

面，1982年中国制定了《文物保护法》，此后多次修改，不断满足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实

需要，为中国文物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加强长城保护，2006年国务院进行了专项立

法，制定了《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的保护、利用行为进行规范。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流域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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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保护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国家确立了江河战略。在推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保

护工作过程中对其中的水文化保护予以了高度关注。《长江保护法》在总则部分设立单独

一个原则性条款规定了加强长江流域文化保护；《黄河保护法》首次将弘扬和传承水域文

化以法律形式编入流域立法之中，将“文化属性”纳入流域内涵，实现从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水经济再到“水文化”的新发展，创新“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传

统”的法律规则[6]。

相较于以往生态环境保护立法，《黄河保护法》对黄河文化保护作出了全面系统规

范，将流域保护中的文化保护推向了新高度。展开来看，《黄河保护法》在总则中，将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与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等立法目

的相并列；明确建立健全文化遗产标准体系，并设置宣示性条款对国家加强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的基本面向做出明确规范。在具体章节中，设置“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专章，对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研究、调查、认定、数据共享以及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做出具体规范。特别是第96条，对国家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做出

了专门规定，明确了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职责。在“保障与监督”一章中，明确国家支持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基金，专项用于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事项，为其提供资金保障。在“法律

责任”部分，规定了破坏文化遗产等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等，从而增强了对破坏黄

河文化遗产行为的刚性约束。

在地方层面，出现了专门立法、专门条款、附带条款三种类型[7]。贵州省率先进行专

门立法，制定了《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其他省份则在有关立法中将国家文化

公园保护写入其中。在“北大法宝”上，对地方性法规以“全文”+“国家文化公园”为

检索条件进行检索，经过筛选与分类可以得到表1的统计结果①。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在

流域保护地方立法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

条例》《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贵州省乌江保护条例》以及云贵川三省围绕赤水河流域

保护制定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均设置了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章节，将文化保护传承

与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等事项相并列，扩大了流域保护的内涵。

3 既有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问题检视

3.1 立法层级较低且进程缓慢，法制供给不足

在国家立法层面，仅有《黄河保护法》将国家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写入其中，而

在其他立法中并未涉及，虽然该法在法律上确认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法律地位，明确

了其建设主管部门，而对于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由国务院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做出规

范。在国家大力推进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目前，只有《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

保护作出了规范，其他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保护并未有专门的保护条例。而

《长城保护条例》制定于2006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有关长城保护的

内容早已不适应长城保护的现实需要。尽管《方案》早已提出了修订完善《长城保护条

例》，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长征文物保护条例等任务，但是，从实践来看，有关国家文

化公园的立法进程缓慢。相较于中央与地方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立法具

① 统计时间截至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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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滞后性。

在地方立法层面，国家文化公园立法主要散见于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与文物保护等

立法之中，专门立法较少。除《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专门立法外，其他地方

并未制定专门立法对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作出具体规范，而且生态环境保护类、旅游和公

共事业类的地方性法规中仅将“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写入其中，并未明确国家文化

公园保护的制度措施。从数量上来看，在地方性法规中，对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作出规范

的省市数量较少。此外，根据遗产地域空间形态和面积规模进行分类，国家文化公园可

以分为长城、长征、大运河、长江、黄河等线性文化遗产和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

状或面状文化遗产，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地理空间范围较小，通常只涉及某一行政区

域[8]。然而，目前，有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专门立

法付之阙如。

3.2 保护理念需要加强且创新性有待提升

一直以来，抢救性保护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理念，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的采

用均围绕抢救性保护展开，然而对注重风险管理的科技保护意识应用不足。在面对气候

变化等环境问题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冲击，预防性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例如，经实践

表明，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预防性保护在长城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9]。

相较于中央立法对凝聚民族精神、延续民族文脉、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定位和

政治定位，地方政府更看重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10]。在既有地方立法中，《山东省齐长城

表1 涉及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性法规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loc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类别

生态环境保护

文化与文物保护

旅游与公共事业

条例名称

《贵州省乌江保护条例》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

《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条例》

《遵义市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条例》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
《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

《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条例》

《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

《呼和浩特市长城保护条例》

《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

《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

《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遵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促进旅游业发展条例》

《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促进条例》

《天津市旅游促进条例》

《菏泽市旅游促进条例》

《常州市旅游促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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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条例》在“研究与利用”一章中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做出了规范，《河北

省长城保护条例》有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定也是出现在“长城利用”一章，《河北省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同样是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一章中作出规范，这

样的立法安排反映出地方对国家文化公园开发利用的重视。诚然，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可

以为地方带来发展机遇和经济利益，各地势必会大力发掘本土文化与自然资源建设国家

文化公园。然而，仅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盲目建设，即使在建成后，既有可能弃如

敝履，也有可能竭泽而渔，需要警惕破坏性保护、掠夺式开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同

时，如何通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贯彻落实“保护优先”的理念，成为立法需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既有地方立法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定主要采用“照搬”或者“平移”《方案》中有

关要求的方式对其作出规范，距离实质意义上为各个国家文化公园提供针对性管理措施

的要求差距较大。以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有关立法为例，通过表2可以看

出，在长城保护有关的地方性法规中，不同省份对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定大同小异，并未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出差异性的规范。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中，浙江省、淮安市的地方立法仅做出了宣示性的规定，并未明确具体的制度措施。

3.3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范围不清

明确的空间边界是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基础与前提。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对国家文化

公园进行立法首先应明确具体的空间边界，从而对此空间范围内涉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行为进行调整。国家文化公园所涵摄的范围已经从单一的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向包含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多要素在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扩展。因

此，需要合理确定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将“环境—社会—文化”予以统筹考量。

综观既有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并未明确具体的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各省（区）

在制定有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时各行其是，体量过大问题突出[11]。例如，陕西省编制的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保护规划（征求意见稿）》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

西段）的面积超过陕西省国土面积的2/3[11]。过大的体量增加了建设难度，既难以形成区

表2 长城、大运河保护地方性法规中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内容的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and Grand Canal

条例名称

《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条例》

《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

《呼和浩特市长城保护条例》

《大同市长城保护条例》

《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条款及其内容

第30条规划制度、公众参与

第15条规划制度、第40条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第41条主体功能

区建设

第28条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与主体功能区建设

第33条规划制度、第34条管理体制、第35条主体功能区建设、第

36条公众参与

第7条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工程项目建设、第19条建设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并发挥其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

第22条构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第26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和

承载力相适应

第25条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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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色，也难以对文化遗产进行精准保护，超出需求的设计和太多希望表达自我的新建

筑、新设施和新园艺遮蔽了文化遗产本身的光辉[8]。同时，空间重叠问题缺乏有效处理，

在同一区域内，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处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重叠问题也是

立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4 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基本保证。“国家性”既是国家文化公园的

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与重要着力点[12]。具有公有性质的遗产地，当

地政府是其直接政策规划者与管理实施者，其完整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管理

部门[13]。从《方案》来看，目前国家文化公园的组织管理由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

分头负责[11]。在立法中，《长城保护条例》明确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长城整体保护工

作，《黄河保护法》要求“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而实际上在部委编制中并无相应的主管机构[11]。

在地方实践中，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管理体制探索。例如，

在河北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中，迁安市设立了“文化和旅游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管理中心”、张家口市设立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长城保护）管理处”等管理模式②。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中，在广西，桂林市成立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

心。在贵州，《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明确在省级层面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综

合协调机制，承担统一指导、统筹协调、审议重大政策与重大规划、督促检查等多项职

责，省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管部门和市州人民政府落实该协调机制的决策，并明确要求

省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管部门内设机构承担具体相关工作。

综合来看，各地以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的探

索，不仅省级行政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同一省内各市县行政区域之间也存在较

大差异。尽管分散的管理体制可以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差异化、针对性的灵活管理，但

是，这些管理机构的设置主要以临时性机构为主，缺乏稳定的管理机构 [14]。具有跨区

域、整体性特征的线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对其建设、管

理、保护各项工作进行统筹规划[14]。同时，在分散的管理模式下，管理者只将目光聚焦

于本行政区域而缺乏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合作与联动，割裂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统一性、整

体性。此外，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旨在形成具有多重功能的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

体，与居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密切交织，公众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具有更为重

要的深远意义。然而，从实践来看，公众参与明显不足，尚未形成高效的社区共管模式。

3.5 跨行政区域之间协调不足

无论是长城、大运河、长征还是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均涉及多个省份，跨行政

区域是线性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基础特征。既有法律法规尚未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开发、利用的跨行政区域合作制度做出明确规范，在实践中，各地仍处于“各自为

战”的状态。例如，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河南省有关部门在全球范围内

发起了黄河标志和吉祥物的征集活动，并对其进行了公布；而陕西制定的《陕西省渭河

保护条例》第95条要求“构建渭河流域文化重要标识体系”。然而，国家文化公园寻求

② 有关河北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情况可参见《中国文化报》2021年12月10日有关《河北有力有序推进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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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部的文化关联性和主题一致性[1]。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

程，河南确立的黄河标志和吉祥物能否代表其他省区？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支流渭河流

域，其文化标识体系与黄河文化标识如何统筹？无疑，若是九省区各自确立本行政区域

内的黄河标志将不利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的统一协调③。

4 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完善进路

从长期来看，在时机成熟之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国家文化公园法》，作

为综合性、专门性法律对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目的、管理体制、设立标准、政府责任、

管制措施、跨行政区域合作、公众参与、资金保障、公益诉讼、法律责任等共性问题、

难点与重点问题作出制度设计，是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法制建设的必经之路。然而，客观

上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之间差异巨大，如长征以流动的线路为主体，缺少连贯的地物作为

依托，与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显著不同，面临着更大的建设难度[15]。并且，目

前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处于起步阶段，采用何种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管理措施都在摸索

中，诸多关键问题尚未解决，统一立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从现实出发，当前国家文

化公园立法应当根据《方案》提出的具体路径进行完善，一则通过嵌入的方式推动保护

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二则按照“一园一条例”的方式制定并完善长城、大

运河、长征等线性国家文化公园专门立法，为日后的国家统一立法积累经验。

4.1 大尺度线性空间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进路

4.1.1 以“一园一条例”推进大尺度线性空间的专门立法

一方面，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大尺度空间

进行管理需要根据其各自特色进行专门立法，在确定管理目标、保护措施等关键制度时

做出针对性的规定，为其提供差异化、针对性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这些涉及诸多行

政区域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征，进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充分

考虑地域广泛性、文化多样性、资源差异性，需要完整、真实且延续的实现文化遗产保

护。因此，应当突破地方立法分散性、区域性的制约，发挥国家立法的整合和引领作

用，在国家层面根据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色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为各个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提供统一、规范的制度保障，有效节约立法资源，解决跨行政区域统筹协调难

题。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既可以将国家有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政策方向与制度

具体化，指引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可以解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过程面临的突出、重

点与难点问题，为各个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差异化、针对性的制度保障；还可以为日后国

家文化公园的统一立法积累经验。

国务院应尽快修订《长城保护条例》，加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长征文物保护

条例》，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做出规范。根据《立法法》的

有关规定，国务院还应当加快制定《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条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

护条例》，对《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予以贯彻实施。以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的立法为例，国务院应当尽快制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条例》，细化、落实

《黄河保护法》中关于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各项规定，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实现

③ 有关黄河文化公园标识不统一的论述参见“祁文共赏”公众号2022年5月26日发表的祁述裕教授的《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展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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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关键路径，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管理全过程

做出细致规范，加强跨行政区域的统筹协调、平衡多元利益关系、发挥黄河流域文物和

文化资源的综合效应。

4.1.2“一园一条例”的核心规范

（1）确立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过大或者过小的空间范围都难以实现国家文化

公园的整体性保护。在立法中，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需要从地理空间向经济社会空

间再到文化空间拓展，需要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传统”这一复合巨型系统

中，调整人类开发、利用、改造、保护文化遗产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建立全面的法律

保护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各个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时需要妥善处理好

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交织性，避免产生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冲突，并且在必要时，应当

设置专门的条款，统筹协调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关系。

（2）拓展保护理念，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拓展。“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

是对中国长期实行的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创新[16]。建设国

家文化公园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从而凝聚民族精神、延续民族文脉。国

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当与地域生态、地方生产、社区生活相融合[16]，在与生态、生产、

生活融合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拓展，实

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强调“保护”并非否定利用，而是在保护

中利用，在发展中保护。以长城保护为例，在修改《长城保护条例》时，应当及时更新

立法理念，确立“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加强风险管理，注重预防性保护，将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融入长城保护、研究、利用等各个章节中，使其成为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的重要载体。

（3）明确国家文化公园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文化遗产有效利用是其保护的关键

内容之一，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同样重要[16]。在国家立法中，应当对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予以确认，明确其承担的义务，并对其因保护、开发、

利用形成的复杂利益关系予以规范和调整。同时，需要对公众参与、特许权经营等关键

事项作出具体规范。

（4）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的监督管理体制。① 长城、大运河、长征、长江、黄河等国

家文化公园各具特色，其监督管理体制的确定也应当因地制宜。例如，在长城保护立法

中，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长城整体保护工作，在地方层面，为满足当前以省为单位

进行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实需要，可以考虑建立省级协调机构负责本省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的保护工作。在长江、黄河等流域空间的国家文化公园立法中，需要将其管理体

制与流域国家立法确立的流域保护管理体制相衔接，明确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管

理机构及其具体职责。② “基于生活的自然传承”和“基于立法的制度传承”均是文化

传承的基本模式[4]，注重整体性保护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本身蕴含着对“基于生活的自然

传承”的肯定，因此，需要探索建立社区共管的管理机制。

（5）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管控与标准制度体系，设定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

本目标与制度底线。① 参照国家公园建立的规划体系，在国家层面确立国家文化公园保

护目标，建立包含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年度计划等在内的国家文化公园具体规划体

系，将国家确立的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目标分解落实，为各个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差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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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技术保障[17]。国家文化公园的总体规划也是妥善处理国家文化公园之间存在的空间

重叠问题的重要途径，从总体规划的层面对空间重叠的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之间做出整体

考量。② 通过“管控区+许可清单”的模式，建立分区、分类用途管制制度。功能区划

具有实现不同的管理目标、实施精细化管理与不同的经营利用强度、明确不同的管理责

任等多重功能 [18]。在各个国家文化公园条例中，应当发挥功能区划的重要作用，明确

《方案》中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具体内涵、建设

标准，明确管控保护区内的禁止性活动，实行用途管制，确立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的底

线。③ 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准准入制度。国家应当在综合考虑文化布局和自然生态空

间保护需要的基础上，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国家文化公园布局方案，在此基础上，

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具体的创建申请，只有那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特殊区域才可以申请

成为国家文化公园。

（6）建立跨行政区域合作制度体系。① 在国家层面，建议将现有的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为战略协调机构，并增加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省份作为成员，统一指

导、统筹协调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建设、管理等工作，并对跨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进

行统筹协调[14]。② 建立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破解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保护模

式带来的难题。一则建立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共享与交流制度。建立国家文化公园信息共

享系统，在该系统内，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共享各个国家

文化公园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管理执法等信息，为各地区的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

设、管理提供信息支持。二则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的参与协商制度。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

搭建协商平台、确立协商规则，加强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地方政府之间达成

共识。三则建立联合监管制度。为解决监管权力分割、信息孤岛、标准各异等问题，建

立跨行政区域联合执法监管制度，共享监管信息与统一监管标准。

4.2 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点状或面状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立法进路

黄帝陵、孔府等点状或面状重大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

样具有明确的主题、清晰的内涵与突出的影响，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这些点状或

面状文化遗产与长城、黄河、长江等大型线性文化空间不同，其涉及的地理空间范围较

小，通常不涉及跨行政区域协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些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无需由国

家统一立法，由相关地方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即可满足保护的现实需要。值得注意的

是，为了避免地方对文化遗产“重开发利用轻保护”造成的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等

问题，提升保护成果，应当由文化遗产所在地省级人大常委会从这些点状或面状文化遗

产的现实性、特殊性出发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通过较高位阶的地方立法为这些重要的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点状或者面状文化遗产是发挥地方积极性与能动性、突出地方特色的关键窗口，发

挥其“小而精”的优势，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形式。地方在制定专门的地

方性法规时，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执行、自主与创新功能，将国家各项文化遗产保

护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在这些点状或面状国家文化公园中贯彻实施，并创新国家文化公园

的管理体制、管理形式以及开发利用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为国家文化公园管理积累制

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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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公园文化景观的立法表达

5.1 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交融

国家文化公园自提出以来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国家公园的关系问题且这一讨论将不

断调整，尽管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二者并非包含关系，国家公园的首要目标是保护

自然生态，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是通过遗产教育和文化旅游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

二者是两套独立运行的管理系统（或体制） [1]。但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国家文化公园

与国家公园在空间范围上存在着交融性。并且，既有的研究证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是区域旅游开发的核心吸引物，是景区开发与建设的主体[19]。例如，长江、黄河、澜沧

江的源头汇水区三江源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保护这一地区生态环

境，国家已经设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而该地区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孕育了丰

富、神秘的人文资源，其与长江、黄河文化具有紧密联系，建设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不能抛开这一部分而不谈，三江源地区文化内涵的发掘对于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内涵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20]。再如，武夷山国家公园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

内容之一，还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其文化内涵对于中华文脉传承具有重要意

义，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复合空间。又如，国家文化公园中

的建筑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是其存在的根本，历史文化与人

工建筑相融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21]。

“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功能定位的主要体

现[22]。作为广义的“生态保护”涵盖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自然和文化

遗产以及附着于有形的生态环境要素之上的无形的文化保护[23]。为解决国家公园与国家

文化公园的空间交融性所产生的空间重叠问题，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

规，对于那些分布在国家公园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应当在国家公园立法中做出明确的规

范，为其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推进国家公园的一体化、系统化保护水平。

5.2 文化景观在《国家公园法》中的立法表达

中国古人将儒道佛等各种思想融合到风景建设、保护与审美活动中，并促进相关文

化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景观 [24]。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具有生态和文化双重价

值，文化景观就是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25]，国内外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源

整体管护形成共识[26]。当前，制定《国家公园法》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国家公园法（草

案）》已经公开征求意见。在该草案中，多处内容与文化景观的保护息息相关。例如，

第24条明确将国家公园范围内人文资源等调查统计成果进行系统整合、形成本底数据并

实时更新；第29条规定在国家公园范围内修筑设施和开展建设活动采取必要措施，减少

对人文景观等的不利影响；第32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国家公园范围内历史文化和遗

产保护工作的职责，明确国家支持单位和个人提供国家公园文化服务；第33条规定巡护

人员对破坏人文资源等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第34条明确开展文化传承、风

险管控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国家公园法》，将在中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中起到重要作

用[22]。并且，该草案第17条已经明确“国家公园批准设立后，国家公园范围内不再保留

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尽管《国家公园法（草案）》对国家公园中的文化景观做出了

一定的规范，但是，从现实来看，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源整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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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制定《国家公园法》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与文化资源保护之间

的关系，为后续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构建提供参照，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

源整体管护。

《国家公园法（草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1）建立国家公园文化景观的

专项规划，对国家公园中的文化景观组织编制专项规划。（2）建立国家公园文化景观数

据库，例如，第25条，可以将对文化景观纳入监测体系，开展综合监测评价，实现动态

监测和智慧管理，开展生态风险评估预警和人类活动影响分析，共享监测数据、定期发

布监测评估报告。（3）开展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在第31条中补充文化景观的要求，将

文化景观与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等并列，作为特定保护对象，制定保护管理目标，开展

专项保护。（4）探索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制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调联动机制。在今

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提出了“探索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机制与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协同保护”的建议[20]。该建议对加强国家公园与

国家文化公园的联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赞同这一观点，建议在《国家公园法》中设置

一个专门的条款，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国家公

园与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良性互动。

6 结论

国家文化公园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文化形象以新的载体形式进行表达和传播[27]，体现

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保护理念[13]。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是国家文化公

园保护的基本保证。从现实出发，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应当分情

况予以对待之。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长江、黄河等大型线性空间应当由国务院按照

“一园一条例”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实现差异化、针对性管理，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空

间范围、管理体制，设定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本目标与制度底线，建立跨行政区域合

作制度体系，平衡多元目标与多元利益，弥合冲突；由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对点状或面

状国家文化公园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加强点状或面状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将文化景

观在《国家公园法》中予以合理表达，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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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ultural park legislation status review and
improvement approach

WANG Min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o build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well needs strong legal guarantee. The legislative

level of existi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s low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s slow. The

legislative philosophy is mainly rescue protection, and preventive protection is insufficient.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such as the spatial scop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ross-administra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not availabl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legisl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should be perfect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First, the State Council shall, in the form of "one park, one regulation", ame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formulate special regulations for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

large linear spaces such as the Grand Canal, the Long March,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clarify the spatial boundaries of ea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establish systems and

systems such as management system, planning, control and standards, and cross-administra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so as to achieve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management. Secondly, provincial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formulated for the

dotted or planar cultural heritages such as the Mausoleum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Palace of

Confucius, and the Lugou Bridge to give full play to local initiative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rd, the National Park Law regulate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s the

natural ecosystem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s a whole.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legislation; National Park Law; one park, one regulation; cul-

tural heritage

2344


